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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of Incubator Type Difference on Incubation Performance：
An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Resource Perspective
Yao Han，Huang Pan，Xu Zhi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641，China)
Abstract：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incubating performance of incubators established by governments, universiti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in reality. Different from mature market economies, the resources possessed by different ownership entities in China are also different. This paper uses the resource-behavior-performance analysis framework to sample the performance of 91 incubators from different Guangdong Provinces as the sample to try out the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cubators in reality. The reason for the difference is expla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fference in the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founding incubators stems from the differences in the endowment structure of each type of incubator. The resource structure of incubators (manpower resources, multiple resources in terms of capital, relationship and social reputations)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to the incubation performance of incubators. Impact. Establish an efficient and reasonable incubation network, fully participate in the management of incubation companies, maximize the value of resources, and improve incubation performance. Especially for the current special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how to implement in the process of providing resources is very important The different resources of the incubator need to influence the incubating performance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and internal management of Incubator's external network into the corresponding strategic dec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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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一家孵化器“东湖高新技术创业者中心” 于1987年6月在武汉成立，与成熟经济体中的孵化器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别，国内初期的孵化器重点为政府支持建设，有着非常鲜明的政府元素。在后续的发展进程中，为加快相关技术成果的转化进程，各个区域的大学陆续建设了具备孵化器特征的科技园。近10年来，民营资本才开始进入孵化器领域，尤其在2014年之后，受国家“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政策的激励，民营孵化器成为中国孵化器建设的主力军。2017年是中国孵化器诞生三十周年，中国孵化器发展三十年历程中，政府、大学以及科研机构、民营资本在孵化器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不同所有者主体创立了许多功能各异的孵化器，发展到2018年底的时候，归入到火炬中心整理范畴的孵化器整体数量已经突破了5 000家，这使得国内的孵化器数目达到了世界榜首之位。但繁荣背后亦有“杂音”，实践之中的孵化器在能力与成果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区别，一些表现优异的孵化器因其强大的孵化能力，备受创业者追捧，孵化器工位也是一卡难求；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孵化器存在缺乏盈利方式、过度同质化等问题，大部分依赖物业、政府补贴等收入来维持自身生存。总的来说，我国孵化器发展已过而立之年后，孵化器的提质增效就成为中国孵化器今后发展的重要方向。
提质增效应当有效认知影响孵化器孵化绩效的各类要素。针对孵化绩效差异因素开展的分析研究，是作为业界探讨的重点课题之一。当前针对该课题的各类分析，重点基于孵化器种类、网络、服务水平、良好的创业氛围和外部环境、入孵企业的产业特征与专注性，再加上入孵企业创业者群体的特性等几方面研究影响孵化绩效的差异因素[1-7]。现实中因价值取向、功能定位的差异，有着多个类别的孵化器，探讨对比不同类别的孵化器在基本功能与绩效等方面存在的区别，辨识多个类别孵化器提供的增值服务与擅长的行业特征也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诸如，Barbero等[6-7]围绕西班牙开展针对性的实证分析，分析比较和探讨了多个类别的孵化器绩效指标，如成长性、R&D投入等存在的区别以及在产品创新、工艺改进等方面的不同表现。
美国、欧洲等国的孵化器尽管也存在申办主体不同等方面的问题，但我国孵化器建设与发展正处在重要的转轨阶段，在未来较长时间中，政府依旧是手握大规模资源的机构。我国国有机构、科研院校以及私营企业拥有的资源存在一定的区别，该特征也属于我国孵化器与发达市场经济体系的明显区别。针对多个类别孵化器的绩效区别开展分析的学者，大部分为国外的研究学者，因国情存在的区别，我国围绕所有者不同开展的分析相对偏少。这些申办主体迥异的孵化器孵化绩效是否存在差异？哪些原因造成了绩效差异？等等问题是中国各地方政府孵化器管理部门关心的重要问题，一方面所有者不同，所设立孵化器的功能定位和价值取向也不同，在当前双创浪潮中，社会更需要哪一类孵化器，或政府应该重点资助哪一类孵化器，是孵化器提质增效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正确认识不同所有者设立孵化器的孵化表现差异，以及产生孵化绩效差异的原因，将为未来中国孵化器提质增效，制定差异化孵化器支持政策奠定坚实的证据基础。2017年广东省孵化器协会委托相关机构，根据科技部火炬中心孵化器统计快报数据，对全省465家国家级、省级孵化器绩效进行测度，分析得出，由政府、高校和民营企业不同背景所主导创立的孵化器在多个维度上的表现存在显著差异（图1所示）。上述现象也表明，现实中，不同所有制主体建立的孵化器，有着较为显著的绩效区别。

图1 不同创办主体背景孵化器孵化表现差异
在我国的市场环境中，不同背景创立的孵化器所拥有的资源有别于他人，因此，每个所有制主体最终所实现的服务，也会受限于相应的资源。因为所有者的角色存在区别、创办主体的定位有一定区别，都会对于孵化器最终的创办、运行形成显著的影响，进一步造成多个类别的孵化器在功能以及效能等方面有显著的区别，进一步影响孵化器的绩效。为此，论文基于Ketchen等[8]人提出的资源-行为-绩效分析框架，尝试对现实中不同类型孵化器的绩效表现差异的原因作出解释。本文认为，孵化器通过有效利用和配置其资源，更好地支持并开展具体的孵化战略，才能有效促进其孵化绩效。孵化器设立所有者不同，其掌握的资源也有一定的区别，如人才、资本、关系及声誉等方面，最终的资源结构也会对对外的网络构建和对内的管理参与两个类别的关键战略活动构成影响，进而影响孵化器的绩效，即孵化器在资源方面的供给是通过外在的网络构建以及内在的管理活动两个战略来影响入孵企业，从而进一步影响其后续绩效的表现。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在分析不同类型孵化器所拥有资源不同的基础上，阐述孵化器资源结构通过影响孵化行为来影响孵化绩效的路径。第二部分，基于资源-行为-绩效分析框架，论证并提出文中的相关假设。第三部分，基于广东省91家不同类型孵化器的问卷数据，针对之前介绍的概念模型开展针对性的实证分析。第四部分作为本文取得的分析论点与启示。
1 孵化器“资源-行为-绩效”分析框架与概念模型
1.1孵化器类型与资源差异
纵观国内孵化器的演变进程，政府主导的孵化器是我国孵化器行业成长的关键特征，初期阶段我国的孵化器也以政府为主导者，在当前双创浪潮中，许多地方政府甚至将孵化器数量列入政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考核指标。因为我国优质资源存在失衡的问题，在很多欠发达区域，政府依旧是孵化器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此类政府主持构建的孵化器，一般情况下为各个区域的科技部门、高新开发区管委会等公有制力量参与投资与供应场地资源，并且安排相应数目的事业编人才负责配套的管理任务。这一类别的孵化器，可以看作是政府职能的进一步延展，具备相对偏强的政府特性。此类主体往往孵化空间充裕、配套设施完善。因主体背景的特殊性而使其具备较高的资源整合能力，因为政府为其提供背书，可以更为便捷的和科研力量、中介力量或院校等形成孵化协议，同时也可以较为便捷的得到多级政府对孵化器的资助。例如广东省，2016年归入到火炬中心数据范围内的孵化器，政府主导的孵化器有相对更大的孵化面积，单个主体得到的财政援助约为500万元，这一金额要比高校、民营企业建立的孵化器高出2倍以上。但单纯依靠政府支持建立的孵化器，初期阶段成本偏高，在风险方面有着较为审慎的特征，会通过多种策略避免国资流失问题的出现，整体的运营体系也有着灵活性不足的问题。
高校主导的孵化器核心力量为大学，最开始创设的重要任务为加速技术转化以及产业化进程，其中涵盖了高校产业集团、高校科技园或者是院校等多方主体创立的孵化器，诸如清北科技园等。此类孵化器所具备的资源禀赋，重点为研发人才、创业导师以及科研团队配套资源的显著优势，拥有着相对偏强的公共技术平台，创业导师数目显著大于其它类别的孵化器。这一类别的孵化器，尽管有着较大规模的导师支持，但是市场化认知相对偏差、服务意识相对较差，而且有着经验不足的问题。
民营背景主导的孵化器，由民间力量提供发展的资本，同时基于自愿、自主以及自行承担盈利与亏损的基本准则，进行市场化机制运行的孵化器，包括在龙头企业内建立的孵化器，其他社会资本建立的各种专业型孵化器机构等。民营背景孵化器的优势在于体制灵活，资本所具备的“逐利性”，使得这些孵化器对于进入的在孵企业的筛查更为严格，可以聚焦具备较强潜力的初创公司，同时持续优化自己的服务、管理水准，进而强化自身对潜在优秀公司具备的吸引力。这些孵化器坚持市场化的基本规律，联合运用多种较为灵活的发展模式，助力进入孵化器的公司快速发展，达成预期中的资本增值。在推进培训咨询、提供金融服务等领域，相较于政府主导和高校主导这两类孵化器存在较为明显的优势。但相对政府背景孵化器而言，民营背景孵化器的资金实力较为薄弱，孵化场地较为狭小。除此之外，民营资本建立的孵化器，核心目标为实现拥有资本的增值，对于普通的入孵公司而言，仅有财团支持与投资偏好的情况下，方才可以提供较长时间的孵化发展，若是不满足条件就被看作是无法“造血”，进而陷入到终止或被剔除的境地，这会显著影响孵化器对社会作出的贡献。
1.2 孵化器资源结构对绩效的影响路径与概念模型
由前述分析可知，不同创办主体背景孵化器的价值主张和资源结构存在显著差异。资源基础观认为，异质性资源是导致组织绩效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借鉴资源视角，本文认为创办主体会影响最终的禀赋结构，此类禀赋与渠道等方面存在的优势，会显著影响孵化器在后续成长中的功能调整与相关设施的构建，进一步对整体绩效构成显著的影响。
参考资源理论研究者的论点，影响绩效的简易逻辑很难辨识绩效出现的基础原理。论文参考Slater等[8]提出“资源-行为-绩效”分析框架，尝试从孵化器资源结构维度解释对孵化器绩效影响的机制。Ketchen等在其代表作中指出，只有企业具备有价值的、稀缺的、难以模仿的以及无法取代的资源，才能助力其更为高效地支持与推进详细战略行动，方才可以协助公司形成较强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带动绩效的增长。换而言之，在资源基础理论的解释框架下考虑进行具体的行为过程时，方才可以更为理想的阐述资源对于绩效增长的作用。按照资源-行为-绩效分析逻辑，本文认为，孵化器多种主体会造成最终的资源结构有一定的区别，同时资源结构也会影响到最终孵化器采用的战略行动，这些行为进一步影响孵化器最终的孵化绩效（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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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孵化器类型影响孵化绩效的路径机理
根据资源-行为-绩效理论分析框架，由创办主体掌控的资源环境是孵化器获取资源同时开发资源的核心因素，此类资源禀赋以及获取相应资源渠道所具备的优势，会影响孵化器在演变进程中的功能设定与相关设施的构建，进一步对最终的绩效表现构成显著的影响。详细而言，政府建立的科技公司孵化器，一般情况下会和有关部门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建立的时候会考虑特定区域或行业的发展需求，这使得此类机构在日常运营活动中，更为侧重于实现社会效益的增长，以某些方面来分析，政府设立孵化器是政府推动双创活动功能的延伸，也会为此类孵化器在获取相应的项目与资金援助等方面提供便利条件。除此之外，此类孵化器在场所以及设施等方面有着较强的成本优势，可以通过更为低廉的价格获取大量的场地与设备等资源，这也显著影响了孵化器的综合规模与相关设施的发展状况。高校所建立的孵化器，一般情况下有较大规模的研发力量、技术成果与配套的支援等资源，但是在市场导向方面存在显著的消极影响。民间力量建立的孵化器，其中的配套管理团队，对于市场中的变化与机遇较为敏锐，可以较为迅速的获取市场中的各类信息，助力企业迅速成长，有益于此类孵化器更为快速的协助在孵企业，实现更为理想的创业成功率。可见科技企业孵化器因创办主体的不同而被赋予多种的价值取向与相应的环境，这使得管理团队最终采取的孵化行为有显著的区别，进一步造成孵化器在资金、技术支援，提供岗位、助力商业化与加速区域经济成长等领域的绩效存在明显的区别。
为更好的分析孵化器种类对实际绩效的基本原理，论文的分析过程中，基于资源-行动-绩效的基础架构，着重探讨人才、资本、关系以及声誉等四大维度，对于最终绩效所构成的影响。同时，还考虑孵化器的两类重要战略行动——网络构建、管理参与，对于最终绩效所构成的影响。前者重点为强化创业公司和利益关联主体间的交互，进一步提供配套的资源和外界有关组织构建配套的网络（诸如供应渠道以及用户等），并努力提高创业企业在资源网络中的位置，学术上将此类网络构建行为称为孵化器的“桥接”机制；管理参与战略主要指孵化器为减轻创业企业对外部环境的脆弱性，为在孵企业提供一个相对稳态和充沛的资源空间，并且参与在孵企业人事、技术、生产、营销等方面的日常管理，学术上将此类管理参与行为称为孵化器的“缓冲”机制。在资源行动绩效范式下，不同类型科技企业孵化器在人才、资本、关系与声誉方面的禀赋有一定的区别，依靠两类战略行为对于公司施加较强的影响，进一步影响后续的绩效状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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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概念模型
2 研究假设
2.1 孵化器资源结构与孵化绩效
资源对于绩效有相应的增长效应，作为资源基础观的重要着手点，其中的基础论点为强调公司的竞争优势，源自于其所具备的异质性资源。论文在分析中着重探讨了四类资源（人才、资本、关系、声誉）作为主要的资源架构，对于最终孵化行为所构成的影响，这些资源在有关文献中，被看做是实现孵化进程中的核心资源，可以为进入孵化器的创业企业提供更为理想的创业氛围[9-10]。具体而言，具有丰富人才资源的孵化器能够为在孵企业提供更为多元化和专业化的创业支持服务[11]。资金是创业过程中最为稀缺的资源，李九斤等人的研究指出，孵化器和风险资本的有效融合可以促进资源共享，降低信息搜寻成本，进而提升孵化水平[12]；Lee和Pennings[13]在自身的分析中提出，和多个类别的外部机构进行对比，对接风投对于绩效所构成的影响非常明显；其它分析成果也认为资本资源，有助于创业公司的迅速成长与成功。关系资源重点为机构的管理主体与外界的重要利益关联主体（涵盖政府、金融机构以及供应渠道等多个类别的主体）构建的优良联系[14]。此类联系会伴随时间的流逝，进一步演变为信任作为核心的关系集合[15]，关系资源为企业获取外部信息和资源提供了有力的条件。孵化器的社会关系资源越多，孵化器就能越快速的获取在孵企业成长与发展所必需的资源[16]，进而促进孵化器孵化绩效的提升。企业声誉一直受到大量学者的研究。Fombru[17]在研究中提出，和竞争对手相比，在当下的市场竞争机制中，声誉的问题更为重要，并将其阐述为：一个企业利用过去的行为与未来的愿景对全部利益关联者所形成的吸引力在认知角度上的表达。此次论文研究参考Fombrun的观点，提出孵化器声誉体现的是相关项目的行为准则与方式所得到的社会的认同感，进而在大社会网络环境下能够形成更为充分的支持，取得不错的社会地位。同时可以以所获得的资源与机会，对外部的各种风险与不确定因素进行抵抗和有效应对。在当下的一些研究中，人们认识到孵化器理想的外部声誉可以让他们更便利地获得创业关联的一些资源，比如知识、资本等 [18-19]。创建声誉理想的孵化器，可以在相应的关系网络中获取积极位置，得到其他利益参与者的更多信任与保障。从在孵企业层面来分析，Leung等[20]提出新创企业在进行人才和技术引进的时候，通常难以通过其自身的信誉来吸引并获得其他所需的资源。而这种情况下假如能够入驻具备不错声誉的孵化器，可以为这些企业在声誉缺陷方面进行积极补充，进而获取一些利益参与者的协助与认可，如供应商、客户等方面的合作更为顺畅。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假设：
H1：孵化器资源结构对孵化绩效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
2.2 孵化器资源结构与孵化战略行为
资源缺乏是新创企业发展过程中一个极为显著的特征，孵化器在创业方面所获得的资源保障与支持是新创企业入驻孵化器的主要动机，从而也是为了其自身争取更良好的发展环境，寻求更多的利好政策 [21]。相比与孵化资源较少的孵化器，拥有高素质管理人才、充沛的孵化基金、与政府、企业、高校、金融机构建立高质量联系以及具备行业内高声誉的孵化器在开展各类孵化活动，如创业导师培训、政府政策宣传、为在孵企业提供融资等方面更具优势。不仅自身含有较为多样的内部资源，孵化器同样需要借助自身的资源从而创建理想的网络体系，进而更快地整合与运用内外部各种资源，从而在更大的范围中服务相关企业，实现快速成长与发展。随着知识经济与网络经济的流行，孵化器身为一个包含创造与挖掘机制的体系，要求借助自身已掌握的一些资源创建对应的网络体系，便于把各类资源、服务和技能组合在一起，为企业提供各类商业支持和服务。Amezcua等[22]经过对孵化器内部公司的跟踪调查我们观察到，其相应的资源结构并不会对公司的生存发展产生实际作用，当孵化器可以创建起理想的孵化网络，此时网络资源才可以和相应的需求进行匹配，这样资源才可以推进在孵公司的发展。
通常来说，孵化器网络创建的重点是一种对外的战略决策行为，因为新创企业的管理技能不足，所以无法面对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自身的长远发展也会面临着制约，因此孵化器所提供的管理对在孵公司的成长与绩效因素同样非常关键。资源结构丰富的孵化器可以利用其资源直接为在孵企业注入有形和无形资产，如孵化器高素质管理人员为在孵企业提供商业建议，具有强大关系资源的孵化器可以为在孵企业介绍供应商或客户等。由于孵化器对在孵企业提供管理参与时，要求投入一定的人力、财力等其他资源的投入，因此本文认为孵化器资源结构对孵化器参与在孵企业管理具有正向影响。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H2：孵化器资源结构对孵化器网络构建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
H3：资源结构对孵化器管理参与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
2.3 孵化器资源结构、孵化战略行为与孵化绩效
2.3.1孵化战略行为与孵化绩效
Eveleens等[23]的研究指出，孵化器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创建合作网络可以提升在孵公司与另外组织方面关系的数目以及整体质量，进而帮助在孵公司社会资本的创建，同时加快不同组织之间资源与信息的交换，而公司的社会资本等获取过程将会对公司的发展带来明显的正面作用。在丰富的孵化网络中，孵化器促进企业间的知识共享， 公司利用网络从而获取外部积极资源，实现自身的稳定发展。创建理想的孵化网络，说明网络体系内部存在更多的金融银行、知识产权等中介服务部门，从而让在孵公司得到更多的支持，更多的发展动力。另一方面，通过加入孵化器，在孵公司能够提升自身的曝光率， 从而按照更小的成本对外部利益相关者传递重要信息，借此来强化外部利益关联者对公司的认知与把握[24]。所以，结合社会资本理论等内容概念以及其中的一些观点，孵化器网络创建可以帮助在孵公司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结合起来，更块地实现资本的积累过程，同时在在孵公司的信息获取上带来所需要的渠道，最后提升孵化绩效。
资源依赖理论则认为孵化器充当在孵企业和外界环境方面的中介部门，孵化器经过其自身的人才资源、资本资源、关系资源和声誉资源为内部在孵企业提供一个资源充沛的环境，这种与外部威胁的隔离使得在孵企业可以专注于公司的发展，使得在孵企业有时间和精力完善其产品和服务[19]。因此，经过管理参与，相关企业工作人员所掌握的知识与技能，可以让入孵企业能够顺利抵经营和运作公司，更重要的是能够对在孵企业资金使用的合理性起到一定的建议和监督效果。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H4：孵化器网络构建行为对孵化绩效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
H5：孵化器管理参与行为对孵化绩效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
2.3.2资源结构、孵化战略行动与孵化绩效
根据资源-行为-绩效逻辑框架，资源自身无法直接形成绩效，要通过一定的战略转变成竞争优势。人才资源、资本资源、关系资源以及声誉资源对孵化器发展至关重要，但是并不能直接作用于在孵企业，只有当孵化器将其资源转化成具体的孵化行为，如对外与其他创新主体构建合作网络，对内积极为在孵企业的日常管理，将在孵企业嵌入其资源结构之中才能更好地实现孵化器资源结构对在孵企业的成长，进而提升孵化器的孵化绩效。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H6：网络构建行为在资源结构与对应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H7：孵化器管理参与行为在孵化器资源结构和孵化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bookmark: _Hlk33268214]3 研究设计与实证
3.1 变量测度
此次课题研究中运用到的变量，比如网络创建、协同管理等，一般都无法利用公开的资料信息来得到。因为需要保障数据资料的真实性和获得的便利性，因此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获取数据来验证上述概念模型中所提出的研究假设。为了使研究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重点选择高水平期刊公开发表文章的量表设计，采用双向翻译进行量表翻译，最大程度上保障概念、测量等维持一致，努力提升描述以及测量过程中的精确度，基于此得到问卷的最初形式。在此基础上，广泛咨询相关方面的一些研究人员和专业学者，围绕问卷的结构布置、具体内容等寻求建议和看法，从而对设定 的问卷进行一定的调整与情境修改。并通过预调研征求孵化器运营人员对问卷合理性的意见，由此进一步完善问卷中题项的表述，形成问卷终稿。
在关于一些变量的测量分析上，都是运用包含多个题目五点Likert量表。接受调查的人员对每个问题进行回答， 并给出1-5分的答案，其代表的是从十分不同意到十分同意，分数越低代表同意的程度越低，即为对应着也就是不同的同意程度，进而筛选得到最满足自身实际情况的程度。其中，孵化器资源结构分为人才、资本、关系和声誉方面的四项资源。具体来说，人才方面属于该组织人力资本的最重要体现，其需要运用Yamao、Cieri与Hutchings [25]的5个题项量表进行测度分析，比如“本孵化器中专家水准优于同行水准”；而孵化器项目所具备的资本量用来体现资本方面，此次课题分析在Dutt等 [26]的成果前提下完成相应的改编。运用的是4个题项的形式进行测度，比如其中的一个题目为项目创建所需的资金水平超过行业一般水准的情况。而在关系方面，其重点体现的是孵化器项目与外界资源创建者，比如行政部门、市场企业等创建起来的关联，其测度分析重点是来于对Sheng、Zhou与Li[27]量表的修正，运用到5个题项量进行测定，比如“本孵化器和政府相关机构所创建的丰富关系”等。在声誉方面，具体的测量分析来自Hsu [28]，一共含有5个题项，举例说明我们孵化器项目具备不错的声誉，其体现的是外部利益相关者对项目所进行的评估。孵化器网络构建的度量借鉴据Mu和Benedetto [29]的分析成果，运用11题项对相关孵化器的网络创建状态进行测度分析，比如经过所在地得查找从而明确合理的网络伙伴。在管理层面上， 参考Tsang [30]的研究成果，分析孵化器项目对在孵企业日常经营管理中的实际价值，其相应地含有7个题项，比如本孵化项目对于公司人事任免情况的影响。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孵化器的孵化绩效，借鉴刘成梅等[31]人的研究，从运作绩效指标、创新指标等三个角度对科技公司的孵化绩效进行评价，如“毕业企业数目获得了大幅增长”等。
3.2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等多方面原因，广东省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经济发展的成果有目共睹，对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影响力也非常巨大，在孵化器创新发展上也走在国内的前列。根据官方部门的统计资料，统计到2017年，广东省拥有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达634家，在孵企业数超过26 000家，广东省孵化器发展为区域产业发展与经济大繁荣的关键推动力。此次课题研究研究广东科技公司孵化器为调查目标，按照其省内专业登记部门所出具的名单信息，设定创建时间不少于1年，并实现一定收入为指标进行筛选，从而得到150家多种种类的孵化器公司作为样本，从而开展大范围的调研。通过专业性的调研人员对不同的孵化器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员，展开面对面的交流形式，同时编辑完成本次的调研问卷。
在当地孵化器组织的协助下，在2017年11月到12月份，同时在调查工作人员的充分投入和努力下，一共下发了问卷150份，顺利地收回了95份，对应的成功率为62.333%。对于遗漏、错误、不满足条件等情况进行剔除，从而删除了4份问卷，最后的有效部分为91份，此时有效率指标是79.58%。孵化器的平均成立时间为5年，95%以上的被访者都接受过本科以及研究生教育，将近90%的受访者为孵化器管理部门的高层管理者，参与调查人员在相应孵化器的工作时间约为4年，这样可以保障其对于孵化器的发展与变化状况有一个深度的了解与把握。在所回收的样本中，政府创建、高校创建与私营公司所创建的孵化器比重相应为17.6%、4.4%与58.2%，平均员工数为19.03人，在孵企业的均值达到66.81家，专利数的均值是48.15件。
3.3 实证检验
进行模型回归分析之前，需要对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对收集的问卷数据用SPSS进行信度分析，表1可以看出，Cronbach’s 系数值均在0.7以上，可见问卷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水平较高。
本文所运用到的量表都是来源于著名的期刊资料中，同时在实际场合中获得了充分的证明。另外按照实践界以及学术界专家学者的参考性建议，围绕量表完成了情境修正调整的过程，从而更加满足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这也有利于保障量表的效度。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检验问卷的构念效度，由表1可知，量表中42个题项的因子载荷全部在0.70～0.95之间，因子载荷值越大，说明指标变异能被构念解释的变异越大，指标变量能够有效地反映测量内容，即问卷量表中的42个题项均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另一方面，全部变量的AVE值均超过规定的0.500所以此次课题研究中涉及到的变量都符合不错的聚合效度。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检验量表的区分效度，所有变量AVE的平方根大于相关系数，说明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1 问卷量表信度、聚合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题项
	因子载荷
	Cronbach’s α
	AVE
	CR

	人才资源
	Q1
	0.886
	0.914	
	0.751
	0.938

	
	Q2
	0.896
	
	
	

	
	Q3
	0.873
	
	
	

	
	Q4
	0.858
	
	
	

	
	Q5
	0.817
	
	
	



表1（续）
	变量
	题项
	因子载荷
	Cronbach’s α
	AVE
	CR

	资本资源
	Q1
	0.871
	0.858
	0.706
	0.905

	
	Q2
	0.929
	
	
	

	
	Q3
	0.871
	
	
	

	
	Q4
	0.707
	
	
	

	关系资源
	Q1
	0.833
	0.921
	0.761
	0.941

	
	Q2
	0.848
	
	
	

	
	Q3
	0.920
	
	
	

	
	Q4
	0.887
	
	
	

	
	Q5
	0.872
	
	
	

	声誉资源
	Q1
	0.917
	0.931
	0.805
	0.954

	
	Q2
	0.938
	
	
	

	
	Q3
	0.944
	
	
	

	
	Q4
	0.820
	
	
	

	
	Q5
	0.861
	
	
	

	网络构建
	Q1
	0.817
	0.953
	0.692
	0.961

	
	Q2
	0.716
	
	
	

	
	Q3
	0.828
	
	
	

	
	Q4
	0.853
	
	
	

	
	Q5
	0.868
	
	
	

	
	Q6
	0.898
	
	
	

	
	Q7
	0.856
	
	
	

	
	Q8
	0.841
	
	
	

	
	Q9
	0.817
	
	
	

	
	Q10
	0.816
	
	
	

	
	Q11
	0.829
	
	
	

	管理参与
	Q1
	0.924
	0.957
	0.796
	0.965

	
	Q2
	0.911
	
	
	

	
	Q3
	0.954
	
	
	

	
	Q4
	0.912
	
	
	

	
	Q5
	0.923
	
	
	

	
	Q6
	0.848
	
	
	

	
	Q7
	0.760
	
	
	

	孵化绩效
	Q1
	0.867
	0.910
	0.737
	0.934

	
	Q2
	0.884
	
	
	

	
	Q3
	0.853
	
	
	

	
	Q4
	0.846
	
	
	

	
	Q5
	0.843
	
	
	



3.3.1直接效应检验
此次课题研究过程中，通过层次回归方法对孵化器的资源结构进行研究，从而明确其对绩效因素所形成的作用。按照层次回归的标准，首先将孵化绩效设定成被解释变量，并将控制变量孵化器投资主体、成立年限、在孵企业规模添入模型1中。分析结果表示，行政部门主导下的孵化器与民营企业主导下的孵化器绩效状态并不理想。这意味着行政部门、高等院校与公司主导下的孵化器在绩效表现上差别不大。而在孵企业规模对整体的绩效存在积极正面影响β=0.172（p<0.05）。模型2基于控制变量的前提下，加入人才、资金、关系和声誉四个资源结构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人才资源β=0.244（p<0.01）、资金资源β=0.306（p<0.01）、关系资源β=0.482（p<0.001）和声誉资源β=0.207（p<0.05）对孵化绩效都有积极的正面影响，另外模型的R2浮动状况同样在P<0.001水平标准下实现了0.546。所以，假设1得到验证。
表2 孵化器资源结构对孵化绩效的回归分析
	
	孵化器孵化绩效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控制变量
	
	
	
	
	

	政府主办
	-0.123
	0.106
	0.075
	0.084
	0.066

	企业主办
	0.122
	0.056
	0.056
	0.064
	0.060

	孵化器年龄
	-0.007
	0.021
	0.003
	0.011
	-0.004

	在孵企业数量
	0.172*
	0.214**
	0.250**
	0.232**
	0.254**

	自变量
	
	
	
	
	

	人才资源
	
	[bookmark: OLE_LINK75]0.244**
	0.181*
	0.183*
	0.153*

	资本资源
	
	0.306**
	0.213*
	0.272*
	0.205*

	关系资源
	
	0.482***
	0.344**
	0.408***
	0.312**

	声誉资源
	
	0.207*
	0.267*
	0.241*
	0.283*

	中介变量
	
	
	
	
	

	网络构建
	
	
	0.453**
	
	[bookmark: OLE_LINK70]0.375**

	管理介入
	
	
	
	0.298**
	0.207*

	R2
	0.062
	0.608
	0.681
	0.657
	0.702

	△R2
	
	0.546***
	0.073**
	0.049**
	0.094**

	F值
	1.131
	5.428***
	7.961***
	5.572***
	6.470***


注：*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3.3.2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效应检验是基于Baron和Kenny [32]所提出的三步检验法进行分析。首先将孵化器资源结构与孵化绩效进行回归，模型2意味着人才、资金、关系及声誉资源对绩效存在积极的正面影响。其次，将四类资源分别与中介变量，即网络构建和管理参与展开回归，模型7与9的研究结果显示网络创建与管理参与的影响作用均显著，这告诉我们通过资源结构可以对孵化器在运行环节中的网络创建与管理过程形成很大的改变作用，论文假设2,3获得了验证。最后，在初始模型的前提下分别添加了2个中介变量，也就是网络创建与管理参与，通过模型3和4我们能够观察到，两个中介变量对绩效的影响作用均实现了显著程度，（相应为β=0.453，p<0.01和β=0.298，p<0.01），假设4，5得到验证。其中网络构建的β系数大于管理参与的β系数，说明孵化器更多通过网络构建的方式为在孵企业提供增值服务。综合考虑两种作用机制，模型5表明孵化器两种作用模式是共同发挥影响的。在4个解释变量中，声誉资源以外的其他三个资源都对绩效的影响作用比较小，且表现为下降趋势。人才资源对应指标从β=0.244（p<0.01）减少至β=0.153（p<0.05），资本资源对应指标从β=0.306（p<0.01）减少至β=0.205（p<0.1），关系资源的对应指标从β=0.482（p<0.001）减少至β=0.312（p<0.01）。更深入地经过Sobel中介效应测试，此时网络创建与管理参与在人才、资金等几个资源方面发挥中介作用。所以，假设6，7获得一定程度的支持。网络创建与管理参与在作为声誉资源对孵化绩效的中介变量，并未获得支持，本人认为可能是因为孵化网络内在孵企业的行为受到了孵化器声誉资源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其孵化绩效，又或者受到除网络构建和管理参与行为以外的孵化支持行为间接影响孵化绩效，具体情况还需在以后进行深入探索分析。
表3 孵化器资源结构与网络构建和管理参与行为的回归分析
	
	网络构建
	
	管理参与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控制变量
	
	
	
	
	

	政府主办
	-0.264*
	0.016
	
	-0.029
	0.151

	企业主办
	0.280*
	0.013
	
	0.196
	0.005

	孵化器年龄
	0.031
	0.069
	
	0.012
	0.033

	在孵企业数量
	-0.138
	-0.084
	
	-0.103
	-0.082

	自变量
	
	
	
	
	

	人才资源
	
	0.280**
	
	
	0.310*

	资本资源
	
	0.250***
	
	
	[bookmark: OLE_LINK66]0.180*

	关系资源
	
	0.292**
	
	
	0.206*

	[bookmark: _Hlk447096541]声誉资源
	
	0.244*
	
	
	0.237*

	R2
	0.086
	0.643
	
	0.044
	0.433

	△R2
	
	0.557***
	
	
	0.389***

	F值
	1.609
	6.719***
	
	0.787
	2.673**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4 结论与启示
通过上面的研究过程和设计案例，取得了积极的研究成果。此次课题研究中，从资源基础理论出发，结合“资源-行为-绩效”研究框架，在理论层面对不同种类孵化器对孵化绩效的作用机理进行阐述分析，同时对网络创建与管理参与所发挥的中介作用进行研究。经过部署规范、可信的量表，在广东范围内进行问卷测试，最后形成了91份满足条件的样本信息从而完成测试的过程。所创建的7个假设中有5条获得了实际的证明，网络构建和管理参与的中介机制被部分验证，基本上证明了本章提出概念模型及其理论假设。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首先，不同创办主体孵化器绩效的差异性源自于各类型孵化器自身资源结构禀赋存在差异。孵化器的资源结构，含有人才、资本、关系和声誉几个方面的资源，明确了其对于绩效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而这一结论观点，对之前发现的结论观点给与充分支持，也就是孵化器的资源可以对在孵企业的发展与创业周期进行影响。更深入进行研究后，我们发现孵化器不同的资源结构会对孵化绩效产生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资本与关系资源的影响较大，人才与声誉资源的影响相对较小（见表2和表3）。说明随着孵化器持续发展与演化，资本和关系两个方面的资源将会对孵化绩效形成更大的作用。
其次，研究发现孵化器的网络创建与参与管理两种战略的制定会影响孵化器在获取不同资源同时对其的孵化绩效产生影响。细致而言，两种战略的行动会直接影响人才资源、资本资源和关系资源对孵化绩效的作用，不过两种战略行动在声誉资源对于孵化绩效的影响中是否存在中介效应并未得到充分的证明。这一发现告诉我们孵化器如果希望在孵企业能够更好更快地融入进其所提供的孵化资源支持中来，就需要制定完善的孵化战略行动，进而改善孵化器整体的孵化绩效。Amezcua、Grimes、Bradley和Wiklund [22]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孵化器方面的资源对于入孵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并不一定会有影响，同样需要相应的战略实施来保障，合理分配资源，这样才能实现实际的需求，以促在孵企业成长。本文具体说明了网络构建和管理参与行动能够帮助孵化器配置不同类别资源，从而更好、更准确地服务在孵企业，最终获得自身孵化绩效的提升。
本文的研究对孵化器管理有如下启示：
第一，各类型孵化器在组织与管理创业行为时，要做人才组织的创建工作，及时积累资源，这些资源对绩效将会形成明显的正面作用。而陈玉明等人在该领域的研究中[33]认为，发达国家或地区在集聚资源要素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是解决我国中小企业在发展和成长的环节中面对自身各类资源不足等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为实现创新型企业的长远稳定发展，要做到资源的集中、共享与合理分配资源等工作。所以，孵化器在合理搭配与划分资源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各类孵化器在组织和配置资源的同时，需要对先后顺序的问题进行合理设计，如需要优先考虑积累的是资本与关系，在保持孵化器自身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再进行人才的引进，最后是声誉的培育和宣传。再促进在孵企业成长的同时，提升自身的孵化绩效。
第二，在整理与分配资源的环节中，相关工作人员需要将战略形式落到实处，假如仅仅是提供资源却不重视网络创建等过程，此时资源的价值难以充分体现。所以在运用的环节中， 需要结合我国的创业状态和实际社会环境，创建高效合理的孵化网络，全面参与到在孵企业的管理中，最大程度上实现资源的价值，改善孵化绩效。特别是对当下较为特殊的创业环境而言，我们在提供资源的环节中，需要注意到具体实施的问题，这将直接关系到的科技型创业企业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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